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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會企業和社會創業精神的概念發展，在歐盟國家與美國已經產生令人驚

豔的突破。直至近期，大西洋兩岸對此概念的爭論主要沿著幾條平行路線

開展，而這些路線之間少部分是具有相關聯的。本篇文章首先描述這些概

念如何在歐洲和美國的歷史脈絡下生根發展；其次，我們分析各種概念的

演變過程，此分析主要是為本文的第三部分內容論述來舖路；在第三部分，

我們描繪美國和歐洲對此概念的趨同與分歧之處。 

 

前言 
 

在十數年前的大西洋兩岸，有關「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社會創

業精神」（social entrepreneurship）和「社會企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等概念

均少見公開的討論，然而目前在兩地，此概念的發展卻有驚人的突破，特別是在歐

盟國家以及美國。當然，其他地區如東亞4 和拉丁美洲也日益對此概念的內涵與相

關的研究深感興趣。 

社會企業概念第一次出現在歐洲的時間是 1990 年，由於受到義大利合作社運動

的推波助瀾，進而成為第三部門研究的核心部分；1991 年時，義大利國會通過了一

項律法，特別為「社會合作社」（social co-operatives）訂定了法律的框架，該法付

諸實施後，義大利的社會合作社在數量上有了快速的成長。在美國，社會企業家與

                                                 
1 本譯文原著：Jacques Defourny and Marthe Nyssens, 2009, “Conceptions of Social Enterprise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vergences and Divergences,”  
2 University of Liege, HEC-UL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Centre for Social Economy. 
3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ouvai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CIRTES.  
   Both authors are members of the EMES European Research Network. 
4 See for instance Defourny and Kua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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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等概念亦出現於 1990 年代初期，例如哈佛商學院在 1993 年開設了「社會

企業的創始」（Social Enterprise Initiative）課程與研究，就是一個劃時代的重要里

程碑。 

從早期迄今，有關社會企業概念的討論在各種不同類型的體制機構進行著，許

多著名大學皆已發展出其各自的研究與訓練方案，而國際研究機構的網絡也已建立

起來，譬如「EMES 歐洲研究網絡」（EMES European Research Network），從 1996

年開始迄今，該學術團體已集結了歐盟 15 個國家的學術研究中心，共同組成該網絡

型的研究機構。而在 2001 年成立的「社會企業知識網絡」(Social Enterprise Knowledge 

Network , SEKN)，主要是由拉丁美洲的大學院校商學院和哈佛大學商學院所主導設

立的。此外，各種不同類型的基金會也曾試圖針對社會企業組織和社會企業家提供

或開辦訓練和支持性的計畫。再者，歐洲各國也紛紛通過新的法令以促進社會企業

的發展。 

然而令人側目的一件事實是，在 2004 至 05 年之前5，大西洋兩岸對社會企業內

涵的討論雖然沿著平行的路線在發展，但彼此少有連結與互動。從科學的觀點觀之，

架起第一座連結橋樑的人士及其研究是Nicholls (2006)、Mair, Robinson and Hockerts 

(2006)，以及Steyaert和Hjorth (2006)。同時Kerlin(2006)也針對美國和歐洲的社會企

業概念進行了一項令人感到有趣與有意義的比較研究，而許多類似的學術論辯也在

一個新近建置之全球性的「社會創業精神之大學網絡」（University Network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的架構下進行著。6 在這個脈絡之下，本文的第一個目的就是企

圖在具體含蓋歐洲和美國的脈絡下，深化泛大西洋地區有關社會企業概念內涵的對

話，以及強調彼此在此概念的發展上所經歷的差異。然而此概念論辯的背後存在著

幾許風險，欲突破此風險，關鍵在於要能夠釐清社會企業在整個經濟體系中的角色

與地位，以及其與市場、公民社會以及公共政策之間的互動。因此，本文的第二個

目的就是要去彰顯，社會企業如何重新鑲嵌在他們各自特定的政經環境下，而讓彼

此產生更佳的瞭解。此乃興起各項相關的研究議題以及進一步推薦各項有用的研究

途徑與方法的最佳方式之一。 

                                                 
5 With some exceptions, such as the UK since 2002, as will be shown below. 
6 Scientific meetings gathering North-American and European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enterprise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lso took place at the Skoll Centre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s well as during the 
annual Skoll World Forum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n Oxford. Joint EMES-ISTR European Conferences in 
2005 and 2008 proved to be fruitful events as well.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Conference (ISERC) series, which have been organized since 2005, aim to gather researchers, mainly from 
business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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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結構如下：首先，我們將描述與比較社會企業概念，其植基於歐洲和美

國的歷史脈絡圖像。其次，我們將仔細分析各種相關的概念如何在大西洋的兩岸被

涵蓋、又逐漸演化到這個領域，且仍在持續發展。第三，我們分析在不同學派間，

此概念內涵的聚合與歧異現象，以及產生的原因與論辯的意涵。 
 

1. 社會經濟脈絡的論辯 

 1.1 歐洲的環境脈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在多數的西歐國家中的第三部門組織，例如非營利機

構、合作社和互惠性質的協會，在提供各式各樣社會服務上已扮演了重要的角色。

尤其到了 1950 年代，隨著一些清楚且意義非凡的開創性措施的建立，用以消弭住宅

與貧窮問題等，第三部門組織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許多這類組織受到慈善（基督教）

傳統的鼓勵，另外也受到民主參與（participation）和互助原則（mutual aid principles）

的激勵。接著在 1960 年代末期和 1970 年代，人們為追求生活各個層面上更為民主

與平等，公民社會運動的浪潮因而風起雲湧，透過倡導與社會服務的提供，以處理

或舒緩許多棘手的社會議題。 

在 1970 年代末到 1980 年代初的期間，結構性的失業仍然持續存在於許多歐洲

國家，降低國家預算赤字的需求，需要有更積極的整合性公共政策的實施，導致人

們質問究竟第三部門可以協助政府處理這些挑戰到何種程度呢？ 究其實，社會行動

者如社會工作人員以及協會的積極份子，從勞動力市場或一般的社會出發，以處理

一些與日俱增被主流社會排除的團體之問題 （諸如長期失業者、資格能力低落者、

社會問題纏身者等）時，均面臨了缺乏適當的公共政策架構的問題。在此一整體的

環境脈絡下，每一個國家對於這些正在浮現的挑戰所提出的解方，也會隨著採用不

同歐洲模式的特殊性而有所差異。7

 

俾斯麥體系的國家 

根據Esping-Andersen的福利國家類型分類，那些具有俾斯麥體制傳統的國家，

亦可被視為是組合主義（corporatist）國家群體（如比利時、法國、德國、愛爾蘭8等）

                                                 
7 Defourny et al. (1998); Spear et al. (2001); Nyssens (2006). 
8 The inclusion of Ireland in this first group may seem rather odd. However, Ireland has one of the highest shares 
of employment in the non-profit sector, and the latter relies heavily on public funding. Actually, some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Ireland is a borderline case between the "liberal" and the "corporatist" state (Hicks and Kenworth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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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私人性質的非營利組織，其主要的財務來自政府部門，也受到政府的規範，扮

演了提供社會服務的重要角色 (Salamon等人，2004)。 

在 1980 年代期間，由於面臨高失業率和公共財政的危機，政府部門終於徹底放

棄依賴消極性的勞動力市場政策，亦即對失業者採取現金給付方式的體系，轉而採

取較為積極的勞動政策措施，其目標在於透過職業訓練方案、工作補貼方案等將失

業者整合進入勞動力市場之中。在積極性勞動力市場政策領域中，我們發現一個大

型的「第二勞動力市場方案」(second labour market programme)，其提供中介形式的

就業服務。推動這些積極性的就業方案，乃基於一方面觀察到尚有許多未滿足的社

會需求問題存在，另一方面則是有大量的失業人口。因而這些就業方案試圖去鼓勵

創造那些可以滿足社會需求的新工作職位，以作為失業人士創造工作職位與抑制大

量社會支出的政策手段。 

在國家和非營利組織持續合作以提供社會服務的脈絡下，顯示政府部門高度依

賴民間組織，譬如「協會」性質的組織，來執行此所謂「第二勞動力市場方案」。

的確，有些協會組織透過推動生產性活動以促進失業人口的整合，在這方面扮演了

領頭羊的角色。人們甚至認為，這些開路先鋒的協會組織在執行積極性勞動力市場

政策上，其實是早於該政策的出台。隨著第二勞動力市場方案推動的制度化，協會

已經逐步建構出他們的政策與方案執行的手段與工具。這樣的公共服務計劃對參與

其間的非營利部門而言，是孕育出更具有生產性和創業精神的動力。在一些國家如

法國和比利時，這些政策實施的動力即明顯深植於第三部門之內，它們稱之為「社

會經濟」（social economy）或者為「團結經濟」（solidarity economy） 

 

北歐諾迪克國家 

在歐洲，北歐國家的福利支出特色被形容為最高層級，符合 Esping-Andersen

分類中的「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tic）國家。在這類所謂社會民主的福利國家

中，實踐社會功能的角色分工是由國家、商業社群和公民社會共同擔負之（Stryjan, 

2006)。福利國家的政府部門被期待去遞送福利措施，商業部門則確保生產、資本累

積和工作機會的創造，而公民社會的角色功能則是利益的發聲與集結，以及型塑廣

泛的社會議程。再者，這些國家也有合作社運動的傳統，特別是與工人或農民福祉

的推展有關的合作社（Hulgård, 2004）。 

1980 年代，在新的挑戰浮現之環境脈絡下，合作社部門產生了新的動能。例如，

在瑞典，一個新的工人合作社於焉誕生，此乃是受到 1989 年精神護理改革的推波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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瀾影響（譬如，瑞典政府關閉了大型封閉性的精神健康機構），而這項改革主要的

行動者包含了照護人員、病人和康復者（Stryjan, 2004）。隨著瑞典公共的兒童照顧

部門之擴張在 1980 年代趨緩，父母關懷合作社（parent cooperatives）卻在同時期經

歷了快速成長，並積極尋找一種新的教學模式 （Pestoff, 2004）。隨著這些新型態

合作社形式的出現，作為一種新的行動者，過去在傳統上被認定為商業部門的一份

子，現在卻活躍於社會福利生產的場景裡。 
 

英國 

傳統上，英國被視為是福利國家中自由主義模式的象徵，處此樣貌下，低度的

政府社會支出必然相對應地出現一個較大規模以仰賴私有資源為主的志願部門

（Salamon 等人，2004）。然而，英國的發展情況應該可被視為是「混合型」（mixed），

事實上，英國經歷兩次的世界大戰，導致政府部門發展出各種普及性的社會福利方

案，在此架構下，慈善救助也受到公共津貼的支助（Lewis, 1999）。 

此一景象在 1970 和 1980 年代受到「新公共管理觀點」（New Public Management 

Approach）的挑戰，新公共管理觀點強調準市場機制，用以提升服務供給的效率。

在準市場的運作下，國家依然支持服務提供的財務資源和法律規範，然而支持的對

象則開放給各類型組織：譬如，讓公部門、第三部門和營利部門供給者均能在市場

中去競爭提供社會服務。在 1990 年代初期，英國社區照顧改革即標榜此一趨勢；人

們期待此一公共政策的改革可以降低公部門的官僚主義，進而採擷市場運作機制的

紀律與嚴謹的優點 （Netten 等人，2004）。此外，地方政府被賦予新的角色，他們

透過契約外包的方式賦予「獨立部門」（Independent Sector）遞送服務的權力。因

此，此時期的主要焦點是強調「私人供給者」（private providers）的重要，而不論

其是否是營利或志願性非營利機構。 

在這樣的脈絡下，國家和志願部門的關係產生了某種動盪。亦即是，此處的風

險與挑戰不在於社會支出水平的多寡，而是政府運用何種政策工具去支持第三部

門：譬如，公部門採用服務委外的契約以及第三造付費（third-party payments）來取

代過去的補助（grants）方式。 
 

南歐國家 

在南歐國家中，如西班牙、義大利或葡萄牙，普遍而言，這些國家的社會福利

支出是較低的，且其來自政府財政支持的社會服務供給亦處在低度發展。家庭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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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是福利提供的重要行動者。從歷史發展觀之，與教會有關的慈善組織在社會服

務提供方面扮演了核心的角色，但是這樣的福利供給責任到了二十世紀已經受到國

家的控制與限制，特別是在法西斯時期，其目的在於抑制公民社會的成長。此種現

象解釋了為何義大利在 1970 年代時，其非營利組織的數量相當少，以及他們為何大

多侷限在倡導性活動的作為而已（Borzaga, 2004）。此外，西班牙和義大利等國家

也被視為具有高度合作社傳統特質的國家。 

在此一脈絡之下，到了 1980 年代末期，新型態合作社在義大利迅速萌發以回應

未能滿足的需求，特別是在工作整合和個人服務領域上的合作社之設立尤為明顯，

前者主要是為了因應日漸增多的被排除在勞動市場之外的團體需求，後者則是為了

要回應快速老化的人口和家庭結構的變遷。比較起來，傳統的合作社是基於會員的

利益，而新型態的合作社則強調服務廣大的社區民眾，而且更重視實踐一般性、普

遍性的利益。再者，這類新型態的合作社不同於傳統合作社之處是，前者的會員組

成中經常結合不同類型的利益關係人（如給薪的工人、志願者和其他支持該理念與

活動的成員等），然而後者的組成卻經常僅有單一的利益關係人(single-stakeholder)。 

雖然過去在其他地方，「社會企業」概念曾經被使用過，但在義大利這個國家

卻是第一次使用。社會企業概念的宣廣得力於在 1990 年創刊的「社會企業」期刊

（Impresa Sociale）的努力，在那一年，社會企業概念的引進成為創舉，因而促使該

名詞在該國社會逐漸為眾人所知，進而在一年後義大利國會即通過「社會合作社法」。 
 

新型態法律在歐洲地區的發展 

經過義大利在 1991 年採取立法方式以開拓社會企業組織的發展，其他數個歐洲

國家在 1990 年代後期也紛紛引進新的立法型態，以回應日益增加的非營利組織所採

取的創業精神取向，即使「社會企業」一詞並不必然被使用到該項法案的名稱當中 

（Defourny and Nyssens, 2008）。在法國、葡萄牙、西班和希臘等國，這些新的立

法型態都被歸類為合作社類型；然而其他國家如比利時、英國和義大利在立法時（主

要在於其 2006 年通過的第二項法案），選擇了更為開放性的社會企業模型，而不僅

止於受到合作社傳統的啟發而已。 

當然，這些社會企業相關的立法，其內容存在的歧異性絕對不是上述的二分法

所能涵蓋，例如法國和義大利的立法形式可被視為是「多元利益關係人範式」

（multiple stakeholders forms），這兩個國家的社會企業組織針對某些特定社會目的

方案而邀請不同的利益關係人（例如員工、產品或服務使用者、志願工作者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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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共事。又譬如，比利時的「社會目的公司」（company with a social purpose）以及

義大利在社會企業立法中界定該類組織的範疇，皆跨越了各類的法律範式，以及可

以被各種不同類型的組織採納（亦即不僅合作社和非營利組織，也包含投資者所擁

有的組織），只要這類組織有清楚界定的社會目的，以及非僅只是為其會員的利益

而努力即可。 

英國國會在 2004 年立法通過一項法律，創造出名為「社區利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的社會企業組織，然而早在兩年前，英國政府即已界定社會企業

為「一個具有社會目標的企業，其盈餘主要是用於再投資於該企業或所在社區的社

會目的之相關事務上，而不是以投資者或股東的利潤極大化為目的」(DTI 2002)。 
 

以工作整合入社會企業為目標的公共計畫：優勢與風險 

在 1990 年代，許多歐洲國家除了創造出新型態的法律範式與架構外，亦針對工

作整合領域發展了一些特定的公共方案。如同他們所追求的各種不同領域的社會目

的一樣，社會企業亦可活躍於許多廣泛的活動領域。然而在 1990 年代，歐陸地區社

會企業中最顯著的一類莫過於「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s, WISEs)。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的主要目的是去協助那些容易受到勞動力

市場永久性排除的風險之失業人口獲得就業的機會。WISEs 透過生產性活動的運

作，將這群弱勢人口納入到工作場域並協助其融入社會（Nyssens, 2006）。 

從許多個案實施的結果顯示，這種發展趨勢促使社會企業的概念被有系統地融

入或結合了就業創造的啟動。俾斯麥國家首先發展出這類型的公共計畫，扮演了推

動積極性勞動政策「輸送帶」（conveyor belt）的角色。芬蘭在 2003 年立法通過了

「社會企業法」（the Finnish Act on Social Enterprise），該法即明確標示了這樣的

趨勢，同時也保留該名詞在工作整合的領域中。根據該社會企業法的規範，社會企

業無論其屬於何種法律地位，皆是一個市場導向的企業，其成立的目的主要是為了

服務身心障礙者和長期失業者。2006 年，波蘭國會通過了「社會合作社法」（Act on 

Social Co-operatives），該法的立法目的也是為了要將特定的貧困團體整合入勞動力

市場（譬如更生人、長期失業者、身心障礙者，以及酒癮者)。 
 

1.2. 與美國環境脈絡之扼要比較 

在美國，最早根植於有關社會創業精神和社會企業的討論，乃指涉非營利組織

運用商業活動來支持實踐他們的使命。根據 Kerlin（2006）的歸納，雖然這樣的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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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以回溯到美國立國之初，當社區居民或宗教團體販售自製的產品或透過市場的

義賣以補充志願性捐贈的不足，其實其重要性是在 1970 和 1980 年代的特殊歷史脈

絡下始顯現出來的。事實上，當聯邦政府在 1960 年代宣誓推動「大社會福利改革計

畫」（the Great Society Programs）之際，大量的資金投入在教育、健康照顧、社區

發展和貧窮救助方案，即是透過非營利組織來提供這些範圍中的各項服務，以取代

不斷擴大的政府科層組織之管理方式。這樣的福利政策推動策略十分有利於現有的

非營利組織之擴張，同時也導致了許多新興非營利組織的創設。然而到了 1970 年代

末期，由於經濟蕭條，導致福利縮減和主要的聯邦經費之縮減 (Salamon, 1997)。非

營利組織開始去擴大他們的商業活動，經由銷售那些與他們的組織使命並沒有直接

關聯的商品或服務，以填其補預算的缺口。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 1980 年的早期階

段，一個命名為「新穎的冒險」（New Ventures）機構成立了，此為一個十分顯著

的諮詢顧問公司，專門提供那些有志於開創企業而冒風險的非營利組織相關的創投

諮詢服務。此種趨勢一直延續到 1990 年代，且由於機構的開展、創設和諮詢業務的

勃興而更加支撐了這類新興的「產業」。再者，在 1998 年時，由於「全國社會企業

家聚會」協會(the National Gathering of Social Entrepreneurs)在少數有深邃眼光的領

袖人物領導與推動下，使得那些由實務工作者與諮商顧問組成的社群之數量急遽成

長。 

第二個關於社會創業精神和社會企業的討論，乃植基於一項更為廣泛的創業精

神的視野，此可以追溯到B. Drayton先生所創建的「阿育王」(Ashoka)基金會，他在

1980 年成立該組織，成為社會創業精神和社會企業的重要推動力量。阿育王的宗旨

（自創設時期迄今未變）強調：「發掘和扶植具備引領社會變遷而有典範概念的傑

出人士」9。穆罕莫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是Grameen銀行的創辦人，該銀行

在孟加拉（Bangladesh）以小額信貸給鄉村貧困婦女而聞名，在這個領域上，該銀

行已經成為社會企業家的象徵。阿育王聚焦於發掘個人獨特的特質，它首先將其視

為「公眾企業家」（public entrepreneurs），他們能夠引領不同領域的社會創新，而

非僅只是創設各類型的組織。那些以「公益創投」(venture philanthropy)為核心業務

的各類基金會，如「施瓦布基金會」(the Schwab Foundation)和「斯克爾基金會」(the 

Skoll Foundation)，都持有共通的概念，即社會創新的核心在於是否具有「社會創業

精神」（social entrepreneurship），同時也要全力支持社會企業家。 

在大西洋兩岸雙方共同的特質方面，我們首先注意到的是，受到社會目的驅使

的新型態創業行為因而蓬勃發展的領域，其實是構建於第三部門之中。雖然在歐洲，

                                                 
9 Drayton and MacDonald (1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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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門的範疇包括了合作社組織，但在美國，基金會卻扮演了核心的角色。事實

上，根據多數歐洲的傳統（Evers and Laville, 2004），第三部門集結了合作社、協

會、互助會社和日益增加的基金會等類型的組織，換言之，其範圍是包含了所有的

非營利組織，亦即是那些不以為組織掌控者追求利潤極大化的組織。因而，在某些

歐洲國家，人們以「社會經濟」（social economy）一詞稱呼「第三部門」10，意謂

這是一種透過經濟活動追求實踐民主的方式，而這也是十九至二十世紀以來，橫跨

歐洲大陸曾經發生過的許多先鋒式創舉的核心精神所在。如同我們即將見識的，這

對於社會企業和創業精神等概念的後續演變賦予了深厚的意涵。 

另一明顯的發展事實是，第三部門中來自政府資助的現象已有所改變，此對於

型塑該部門組織新的態度與策略扮演了重要的角色，但是此一共同且普遍的趨勢卻

不宜掩蓋美國與歐洲在此一發展上存在差異性的事實，此亦證明相關概念討論的重

要性。美國的景象首先顯示的是政府公共補助的縮減，此已持續了一段頗長的時間，

事實指出，在第三部門的不少次部門中，政府經費資助的部分已經下降，反之，商

業收入的部分卻有了顯著增加（Kerlin, 2006）。另一方面，在西歐國家中，第三部

門組織在福利服務的供給上已扮演了重要的角色，縱然他們與政府部門的互動連結

會因為不同的福利國家類型而有所差異，不過，重要的是這種政府公共資源的挹注

之連結形式（forms）而非規模數量的多寡：例如，經由與非營利組織的合作，第二

勞動力市場方案提供新形式的僱用支持或給予失業者重新的職業訓練，而此準市場

（quasi-markets）的發展促使非營利組織在一種更為競爭性的環境裡與政府部門建

立了合約形式的互動關係。 

最後，我們將強調那些型塑社會創業精神與社會企業相關概念論辯的主要社會

行動者扮演的角色。在歐洲，我們不難觀察到各種不同的趨動力量，而這些驅動力

為社會企業的發展開拓出一條清晰、有益的康莊大道。舉例而言，起初在歐陸的一

些國家裡，新型態的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在尚未有法律架構下設置了，甚至有時是

在非法的情況下創立；然而，這些組織建構起網絡平台以及聯邦形式的機構，用以

倡議社會及政府應正視他們存在的效益與功能。經過一段時間的努力後，在政治領

域裡，一些用來推動新形式的組織型態以及公共服務方案的法律在國會裡制訂並通

過，此有助於社會企業的發展。在美國，相關的辯論深受那些提供財務支持與曝光

機會給表現優異的社會企業的基金會之影響；同時，也受到那些發展出一套強調企

                                                 
10 For a discussion of this concept see Defourny,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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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營方式與賺取所得策略模式之顧問公司的影響，他們提供了非營利組織替代性

或更為穩定的尋求資金來源的策略與作法。 

所有這些歐陸與美國的差異是瞭解各種相關概念的主要元素，他們同時存在於

社會企業和社會創業精神的範疇裡。下一節，我們將對此一現象作更為詳細的論述。 
 

2. 社會企業與社會創業精神的主要概念 

當檢視美國的歷史環境脈絡，最引人著目的是概念的多元化發展，此相關概念

自 1980 年代初期被套用來描述美國社會裡具有社會目的的企業行為，雖然主要是指

在非營利部門發生的現象，但強調不僅僅存在於此部門而已：例如，「非營利組織

的創投」（ non-profit venture ）、「非營利組織的創業精神」（ non-profit 

entrepreneurship）、「具有社會目的的行為」（social-purpose endeavour）、「社會

創新」（social innovation）、「具有社會目的的事業」（social-purpose business）、

「社區財富事業」（community wealth enterprise）、「公共創業精神」（public 

entrepreneurship），以及「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等。雖然非營利組織研究

社群很早即認識到這種朝向商業化發展的趨勢，然而此概念的論辯，大多還是由商

管學院出身的學者參與為之。為了要對不同的概念加以分類，迪斯（Dees）與安德

森（Anderson）（2006）主張區分為兩大思想學派。第一個有關社會創業精神或社

會企業的思想學派，乃指涉非營利組織運用商業活動或手段來支持、實踐其組織宗

旨；Dees and Anderson（2006）進一步指出，第二個主要的思想學派稱之為「社會

創新」（social innovation）學派，像「阿育王」（Ashoka）這類組織即可被納入之。 

雖然早在九０年代初期，該領域的相關創新活動即已在歐洲大陸蔓延發酵，例

如，義大利的社會合作社即被視為一個令人振奮的模型，然而在彼時期，社會企業

的概念並沒有真正推展、散播開來。在學術研究領域方面，主要的研究與論述工作

乃啟始於九０年代的後半時期，此時期的努力兼顧了概念和經驗層次的分析，特別

是「EMES 歐洲研究社群網絡」（EMES European Research Network），凝聚了許多

社會科學學者投入該領域的研究。當然，要特別強調的是，在此時期，大西洋兩岸

在這方面研究之成果，彼此互相影響，不過若要細究之，美國對歐洲的影響要比歐

洲對美國的影響高出許多。舉例來說，許多歐陸國家的商學院學者，如 Mair 與 Marti 

(2006)、Nicholls (2006)、Mair, Robinson 與 Hockerts (2006)等對於相關概念的論辯均

有所貢獻，惟其社會創業精神及社會企業的相關概念卻是根植於美國的環境脈絡而

進一步引伸、發揚光大之，當然他們的研究對象還是以歐洲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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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來的章節裡，我們在概念上的討論將聚焦於迪斯（Dees）和安德森

（Anderson）提出的兩個思想學派，以及由「EMES 歐洲研究社群網絡」所發展出

來的社會企業概念內容。 
 

2.1「賺取所得」思想學派 

第一個思想學派，其對社會企業的基礎概念之定義乃基於賺取所得的策略，強

調非營利組織透過商業活動的舉行或類似手段的運用來支持、踐履其組織宗旨。目

前已有相當多文獻的觀點認為，這是由於非營利組織日益對商業化走向感到興趣所

致，因此被形容為「規範性的」（prescriptive），即強調非營利組織在開展事業以

賺取所得的各項策略的重要性（Massarsky, 2006）。Skloot （1983, 1987）係一家企

業組織的主要創辦人之一，他指出商業活動不必然一定與非營利組織掛勾，但卻有

關連性，且商業活動帶來的營收可使非營利組織的資金基礎多樣化。11 在社會科學

家之中，Crimmings與Kiel（1983）可說是第一個有系統地調查此類實務工作並分析

他們成功因素的學者。 

在 90 年代末，一個在此領域裡相當活躍積極的組織名為「全國聚會」（National 

Gathering）適時轉型並改名為「社會企業聯盟」（Social Enterprise Alliance），其界

定社會企業為「任何由非營利組織所開展或採取賺取所得的之事業或策略，以獲得

盈收來支持其公益、慈善的使命，謂之！」。12「社會企業」一詞也被其他各類組

織以類似的觀點加以採用，雖然有些組織會延伸「具有社會目標的創投」

(social-purpose venture)觀點而使涵蓋的組織層面更廣，譬如將「營利組織」（for-profit 

companies）也包括入內。13 此一廣泛且以市場為導向的社會企業概念也傳播到大

西洋彼岸，當英國政府在部會內設置「社會企業司」（Social Enterprise Unit）以推

廣社會企業概念至全英國時，它即是不折不扣地設置於「工業暨貿易部」（Department 

of Industry and Trade）內。事實上，如前所述，英國模式下的社會企業強調的是商

業特質：雖然在「社會企業司」或在CIC 法 （the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ies Law）

在對社會企業定義時，均未明確指出來自營收的市場所得應該佔該類組織總收入多

                                                 
11 Skloot (1987, p. 381) as quoted by Dees and Anderson (2006), who also list a few other early authors addressing 
the same nonprofits’ quest for earned income.  

12 As the Social Enterprise Alliance defined the social enterprise on its website (www.se-alliance.org)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Social enterprise is now defined as follows on its homepage: "An organization or venture that 
advances its social mission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earned income strategies. This vision is also found for 
example in the various programmes of the NESsT (Nonprofit Enterprise and Self-sustainability Team).  

13 For instance, the Hass School of Business at UC-Berkeley. See also Boschee (1995) and Austin (2000), the latter 
stressing particularly partnerships between nonprofits and for-profit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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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比例才算是，然而普遍接受的說法是其必須佔總收入中的顯著部分（通常在 50%

或以上），且必須是以市場為基礎的事業，才符合所謂「社會企業」的資格。Alter 

(2002)和Nicholls (2006) 站在同一個立場再進一步深化之，認為所謂「社會企業」必

須是全然自我賺取所得的組織，如同Haugh與Tracy (2004)的看法，認為社會企業即

是以「社會目的作為交易的一種企業組織」（a business that trades for a social 

purpose）。14

因為「社會企業」一詞被外界廣泛使用，以及在實務面向的傳統思維與作法，

Dees 與 Anderson (2006：41) 勉為其難提議，第一個學派在學術界的領域之外具有

強勢主導作用，被稱之為「社會企業思想學派」（Social Enterprise School of 

Thought）。就我們歐陸的學者而言，我們寧願選擇追隨他們自己的意見，強調偏好

更寬廣使用「社會企業」一詞，且更偏重於社會目的之相關服務或措施的推動。在

此一觀點下，我們將第一個學派命名為「賺取所得的思想學派」（Earned Income 

School of Thought）。在此思想學派中，我們進一步區分出早期的觀點，其乃聚焦於

非營利組織的活動，故稱之為「商業性的非營利組織模式」（Commercial Non-profit 

Approach）；另一方面，則是廣義的觀點，此包含了所有形式的商業行為，故我們

稱之為「以使命為導向的商業模式」(Mission-driven Business Approach)。 

我們也應給某些學者如 Emerson and Twersky（1996）在這方面研究的成果讚

賞，其早已經提供一個由單一市場取向轉到商業方法的分析架構或觀點，以作為達

成社會部門組織效益（而非只是著重經費來源的有效性）的途徑。他們在這方面的

努力已經為 2000 年以後的論辯進行鋪路的工作，譬如逐漸強調「雙重底線」（double 

bottom line）的觀點，以及建立塑造綜容性的價值以作為平衡與整合經濟和社會目

的與策略（Emerson, 2006）。簡言之，近年來這些努力的成果有助於縮減「賺取所

得」思想學派（和它的兩個模式）與第二個思想學派之間自 1980 年代以來所存在的

差異。  
 

2.2「社會創新」思想學派 

Anderson 與 Dees (2006)將第二個學派命名為「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

思想學派。事實上，以熊彼得(Schumpeterian)使用的詞彙意義而言，此學派強調的

是「社會企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s）的重要性，此觀點近似於 Young（1983, 1986）

在早期所做的開拓性研究之論點。何謂「社會企業家」？其可被界定為「變遷的推

動者」（change makers），就如同他們在以下幾項領域裡開展出至少一項新的組合：

                                                 
14 As quoted by Mair and Marti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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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服務、創新的服務品質、創新的生產方法、創新的生產要素、創新形式的組

織或新的市場。因此，「社會創業精神」（social entrepreneurship）著重於「成果」

（outcomes）與「社會影響」（social impact）問題的探究，更甚於賺取了多少「所

得」（incomes）的問題。學者如 Cohen (1995)、Leadbeather (1997)、Dees (1998)、

Alvord 等人(2003)、Bornstein (2004)、Kramer (2005)和 Mulgan (2007)等人，均對社

會創業精神議題的研究及相關論點的深入分析有所貢獻，尤其是最後三本著作

（Bornstein, 2004；Kramer, 2005；Mulgan, 2007）特別強調創新的系統性本質會給

社會層面帶來廣泛的影響。 

在擁護「社會創新」思想學派的眾多學者中，Dees（1998:4）提出的社會企業

家的定義最具有廣度。他認為社會企業家是「在社會部門中扮演了引導變遷的代理

人角色，其恪守組織使命而用以建立與維繫社會價值、為實現使命而去認定與不懈

地追求新的機會、投入持續性創新、適應與學習、勇於行動且不受現有資源限制的

過程，最後，展現出高度的責信意識，以服務其顧客群同時作為評估成效的基準」。 

雖然許多社會企業家創新舉動之結果往往是設立非營利組織，然而此學派近來

的研究顯示，部門界域的模糊性確實存在，亦即，在在私有營利部門15 和公共部門

中亦存在著企業家社會創新的機會。順便一提的是，社會創業精神的概念正逐漸被

描繪為一個非常寬廣的光譜，同時經常出現在三個寬廣的「SE旗幟」（SE flags）

概念中。 

 

2.3.EMES 的社會企業論述模式 

直到 1996 年，也就是大部分歐洲國家的積極性勞動市場與就業的相關公共政策

已經開展之後，一群來自所有歐盟會員國的學者開始執行一項由「歐盟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所資助的研究計畫。這群學者或研究團體組成了名為

「EMES歐洲研究社群網絡」（EMES European Research Network）聯盟性質的學術

團體16，該團體首先致力於建構一套界定何謂社會企業的準則（criteria），以期能

普遍適用於當時歐盟十五個會員國社會。吾人視這一套準則為「暫訂性的假設」

                                                 
15 See Mair & Marti (2006), among other authors. 
16 The letters EMES stood for "EMergence des Enterprises Sociales en Europe" – i.e. the title in French of the vast 
research project carried out from 1996 through 2000 by the network. The acronym EMES was subsequently 
retained when the network decided to become a formal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and went on to conduct other 
research projects on social enterprises and, more broadly, on the third sector as a whole. Nowadays, the EMES 
European Research Network brings together ten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s and individual researchers specialized 
in these fields throughout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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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hypothesis），它不必然含括社會企業的所有真實面貌，但這些初步設定

的指標卻提供吾人一個相當有力且可靠的概念架構。 

EMES 的社會企業論述模式，就其優點來看，係結合了幾個不同專業領域而進

行廣泛的對話（例如，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與管理學)，同時也納入了歐盟不同

國家的傳統以及當前歐洲社會對此現象的感受與認知。而且，EMES 的社會企業論

述模式之建構是有所本的，亦即依據理論與實證數據兼具的研究計畫成果而來，其

偏好於一開始就認定並釐清社會企業的相關指標，而非提出簡潔與優雅的定義。 

最重要的是，這套指標從未企圖要去設限組織要符合哪些條件，才有資格被認

定為「社會企業」。EMES 並不是要建構「規範性」（prescriptive criteria）的準則，

而是以韋伯（M. Weber）的「理念型」（ideal-type）字眼來描述該類組織的樣貌，

亦即，EMES 試圖建構一個抽象概念架構，以協助研究者在社會企業的燦爛星河中

定位自己。簡單來說，EMES 欲打造一個工具，此有點類似指南針般，以幫助研究

者在彼此的相對方位中找到所觀察的位置，而最終找出他們想要更深入研究的社會

企業的次體系或子成分。 

在此，我們僅羅列出這些指標，惟措詞小心翼翼，亦不加以評論；待稍後當我

們比較EMES的社會企業論述模式與其他論述模式對於社會企業的定義之異同時，

我們再來評述。17

在 EMES 的社會企業論述模式上，有三個準則回應了社會企業的經濟和創業精

神面向（economic and entrepreneurial dimensions）： 

- 在生產財貨和銷售服務上是一種持續性的活動； 

- 需承擔顯著的經濟風險； 

- 需聘有最低數量的有薪給付員工。 

亦有三個準則含括了社會企業的社會面向（social dimensions）： 

- 具有一個有益於社區的明確目標； 

- 是由一群公民倡議發起的組織； 

- 有限度的利潤分配。 

反應社會企業治理的特殊性（specificity of the governance）的三個指標： 

- 高度的自主性； 

                                                 
17 Defourny (2001: 16-18). This set of criteria had already been identified in interim reports to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EMES European Research Network 1997 and 1998).  

 14



- 決策權的分配非基於持股多寡； 

- 民主參與的本質，亦即受活動影響的各類不同的行動者都有參與的權利。 
 

儘管 EMES 在研究社會企業時總是依循參照上述的指標，這些指標的內涵也可

以歸納如下：「社會企業是不以營利為目的之私有性質的組織，其所提供的財貨或

服務直接與他們明示的目的有緊密的關連性，而此目的即是要關照社區利益。一般

而言，他們依靠一個集體的動能，即是將各類利益關係人（stakeholders）納入到治

理結構裡，同時高度珍視組織運作的自主性，以及承受活動時所帶來的經濟風險。」 

當然，這些指標能協助吾人辨識哪些組織是所謂新設的社會企業，也能指引我

們如何使老邁的組織因新的內部動能之產生而朝向社會企業發展。 

EMES推動的第一個研究是嘗試初步提出一項社會企業的理論：亦即，從「理

念型」的觀點著手，社會企業可被視為是一種「多重目標、多元利害關係人、以及

多樣資源來源的事業組織」（multiple-goal, multi-stakeholder and multiple-resource 

enterprise）。雖然這些理論呈現的特質仍有待更多研究的檢證，然而他們已為未來

的研究鋪好一條可行的道路。這也說明了為何EMES在 2001 年開展另一項重要的研

究計畫，即透過比較分析歐陸國家的社會企業，以對上述假設作更深入的分析。18 雖

然社會企業在各種不同領域中均相當活躍，包含了個人社會服務、都市再造、環境

服務，以及其他公共財貨或服務的提供，但研究者決定在現行的研究架構下，聚焦

於「工作整合型社會企業」（WISEs）的探討，因為如此可以進行十分有意義的跨

國比較與統計分析。在此基礎下，研究者可歸納出現存不同類別的WISE型社會企

業，他們有的是以提供在職訓練服務為主，有的則是專注於整合低技術與弱勢者進

入勞動力市場的服務。19

 

3. 不同思想學派的聚合與歧異 

現在我們已經完成了分析不同思想學派內容的趨同與分歧的基礎架構，可進一

步在以下的討論中瞭解其成因與意涵。 

3.1. 社會使命 

                                                 
18 Named PERSE, this project focused on the "Performance of Social Enterprises" in the field of work integration. 
Funded by the 5th Framework Programme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DG Research), it was carried out in 
twelve EU countries from 2001 through 2004.  
19 Nyssen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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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所有的思想學派而言，其明確的目標是在於能夠賦予社區利益或創造社會價

值，而不是利潤分配，這才是社會創業精神與社會企業的核心使命。 

「社會使命」是 EMES 設定的首要準則。事實上，根據 EMES 建構的社會企業

概念，對社區的社會影響不能僅侷限於經濟活動的結果或是產生的副作用，更應該

是經濟活動之所以推動的主要誘因。這也是為何在歐陸地區我們要去開創新的法律

形式的組織、而這類事業組織是受到社會目的之驅動，以及被視為是第三部門一份

子的正當理由。例如，英國的 CIC 致力於彰顯社區的目的，而比利時的「社會目的

公司」（social purpose company）也不會汲汲營營於會員利益的創發，反之，社會

公益使命是牢牢鑲嵌於公司的組織章程裡。此外，義大利的「社會合作社」（social 

cooperatives）運作是基於「社區的共同利益是以提升人群的福祉以及公民的社會整

合」之目的。 

顯而易見地，在「賺取所得」的思想學派中，社會企業組織乃受到「商業性質

的非營利模式」的驅使，他們將賺取的利潤用於實踐社會使命。至於「社會創新學

派」，社會創業精神的動能是鑲嵌於組織中，而這類組織有的是非營利性質的，也

有的是營利性質的組織。不過，不論其組織型態與屬性為何，在社會變遷中，創新

的過程最被強調。 

然而，在 1990 年代的發展過程中，營利公司為了現顯示其有盡到「社會企業責

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而推動了各類相關的活動，在一些作者看

來，這種現象就是社會創業精神或社會企業光譜中的一環（Boschee, 1995; Austin, 

2000）；然而這種觀點卻會導致吾人相當不容易衡量任何企業組織的使命中到底含

有多少真實的社會關切；也會誤導吾人在思考任何能夠產生社會價值的活動時，縱

使這些活動在企業組織的整體策略中只是邊緣性質的，仍舊會把它歸屬於社會創業

精神或社會企業的廣大光譜中。20

事實上，那些類型的組織以及活動措施可被認定而放置於這個光譜中的那些節

點依舊有相當的分歧性，但無論如何，社會創業精神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創新活動或

措施的廣泛光譜。 

 

                                                 
20 A large part of the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 continuum" proposed by Austin (2000) to analyze partnering 
relations between corporations and non-profits may fall in this category. More precisely, traditional donations 
(representing the "philanthropic stage" of relations) or collaborations described as the "transactional stage", such 
as event sponsorships, cause-related marketing activities or employee volunteer activities, do not, in our view, 
transform corporations into social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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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財貨與服務的生產及其與社會使命的關係 

大部分相關的學派或論述模式以古典的字意指出「企業」（enterprise）一詞是

指財貨或服務的生產。據此，不像是某些非營利組織，社會企業既不涉入倡議活動，

縱有，也不是其主要的標的活動，亦不將重分配財源的流動作為組織的主要任務；

反之，社會企業是在一種持續基礎上逕行參與財貨的生產與服務的提供。21

然而，當我們考量到這種生產活動的性質時，不同思想學派之間的分歧即顯現

出來。譬如，若論及歐陸的社會企業，其財貨或服務的生產本身就是一種追求社會

使命的過程。換言之，經濟活動的本質是與社會使命緊密地連結在一起，亦即，假

使追求的目標是為弱勢團體創造就業，那麼生產的過程中就要將這些低技術、弱勢

者納入就業行列；再者，假設社會企業的宗旨是要發展社會服務的提供，那麼經濟

活動就是該類社會服務的遞送。雖然創新的行為可意指為生產的過程或是財貨或服

務遞送的方式，但必須堅持與社會使命有所關連，因此，財貨或服務的提供是為了

實踐社會目的，這才是社會企業存在的最核心理由。 

比較來看，對「商業性質的非營利模式」而言，貿易買賣活動就經常被簡單地

視為一種所得的來源而已，且所交易的財貨或服務的性質不被認為有那麼重要。因

此，此論點強調，社會企業開展的商業活動，只有在對他們獲得財源有助益時，他

們才會想辦法與社會使命作一連節。 
 

3.3. 經濟風險 

一般而言，人們視社會企業為一種需承受相當程度經濟風險的組織。 

根據EMES設定的準則，此意謂社會企業的財務能力強弱，端視其組織成員獲

取適當資源以支持其社會使命的努力程度而定。這些資源具有混合的特質（hybrid 

character）：他們可能來自買賣交易活動所得、來自政府部門的津貼補助，或來自

志願部門的捐贈資源。22 雖然輿論對經濟風險的概念多會聯想到市場導向，然而從

較嚴謹的定義來看，包括歐盟對社會企業的立法定義，皆認為社會企業必然要承擔

一些風險，但卻不必然一定要尋求市場的資源。 

此概念在相當程度上是與「社會創新」思想學派相契合的。事實上，根據 Dees 

（1998）的說法，社會使命的重點強調人力和財務資源的特定組合，且社會企業應

                                                 
21 We are aware of the possibility to argue that advocating nonprofits may also be described, to a certain extent, as 
service providers. 
22 For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source mixes in European 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s, see Gardi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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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探索、使用各種各類的資源，從捐贈到商業營收等資源都有可能。社會企業承受

經濟風險並不必然意謂其經濟永續發展一定要立基於市場交易活動才能達成；貼近

事實的說法應該是，那些社會企業組織的創始者需承受啟動事業所帶來的風險。 

相較來看，對於「商業性質的非營利模式」和「使命導向的商業模式」（二者

合併即為「賺取所得」的思想學派）而言，要成為社會企業即意味著必須仰賴市場

資源。被歸類為這個學派的學者認為，經濟風險的高低往往是與透過交易而產生的

所得分享或金額多寡有所關連。此論點也被歐陸的某些公共政策接納，強調社會企

業的運作是離不開市場取向的。以英國為例，社會企業自始至終都被視為是企業公

司；芬蘭國會通過的社會企業法以及愛爾蘭的社會經濟方案，都將這類型組織描述

為市場取向的企業組織。許多義大利的社會合作社，其財源的獲取是透過與政府簽

訂服務遞送的合約，然而這也必須是要經由市場競爭而獲得公部門的審核通過。 

不過，「社會創新」學派和「賺取所得」學派之間對於經濟風險的分歧看法不

應該被過度跨大。目前有越來越多大學商管學院與基金會將社會創業精神視為是一

種「使命導向的企業」（mission-driven business），由於他們的努力，培育與創造

了許多廣泛的企業管理方法，而非僅止於賺取所得的策略，這些成就都帶來了可觀

的社會影響。在此最後論述的觀點中，我們將回到 Dees 與 Anderson (2006)以及

Emerson (2006) 近年來貢獻的相關論述，他們強調兩個主要美國的思想學派之間的

觀點有趨同的趨勢，至少在學術論辯中有部分確是如此。 

 

3.4. 治理結構 

如同吾人所見，歐洲的社會企業主要是鑲嵌在第三部門的傳統上，因此，社會

企業始終強調在經濟活動上追求更多的民主。因而，社會企業的治理結構議題在歐

洲要比美國吸引更多人的注意，就如同 EMES 的觀點模式以及歐洲其他各種各樣的

公共政策在提倡社會企業時的主張。當治理結構被視為是一套組織的設計以確保組

織所追求的宗旨能夠被實踐時，吾人可從以下幾個面向加以分析。 

首先，歐洲的概念強調，社會企業的特質是具有高度的自主性。根據EMES的

定義，社會企業是由一群人志願地組織成立，且是在自主的方案計畫架構下進行治

理的工作。據此，社會企業毫無疑問可以接受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各項資源的支持，

然而，卻不受政府與營利組織的直接或間接地涉入與管理，同時，他們也有為自己

「發聲與終止」（voice and exit）的權利，亦即，他們有權利主張自己所堅持的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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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以及終止任何他們認為不妥與不適的活動。23 然而，自主性的條件很明顯地偏

離了「社會企業知識網絡」（Social Enterprise Knowledge Network）提出的概念，該

團體認為由營利企業或政府部門所執行的具有社會價值的短期計畫，即可被定義為

社會企業。該研究團體是由拉丁美洲的商學院和哈佛大學商學院學者所創立的，主

張「任何涉入提供重要社會價值的活動之組織或任務，或是在財貨或服務的生產過

程中鑲嵌了社會目的，無論這些組織的法律形式為何」（Austin et al., 2004: xxv），

均可被視為是社會企業。  

其次，由EMES界定的理念型社會企業，乃基於集體的動能以及在組織的治理

過程中納入不同類別的利益關係人（stakeholders）。各類利益關係人可能包含受益

者、員工、志願工作者、政府機構、捐贈者等。他們可能是社會企業的會員，或是

董事會成員，因而組建為一個「多元利益關係人擁有所有權」（multi-stakeholder 

ownership）的組織（Bacchiega and Borzaga, 2003）。此一「多元利益關係人擁有所

有權」的主張，甚至被歐陸不少國家（例如義大利、葡萄牙、希臘與法國）24 所認

可或在相關法律條文裡載明。利益關係人也可以透過一些比較不正式的管道參與組

織運作，譬如，在社會企業的日常運作中，使用者和員工代表可參與組織設立的各

種不同的委員會。事實上在許多的案例中顯示，社會企業的目標之一是透過經濟活

動來促進、培育地方層級的民主。就某種程度而言，很明顯地，此種社會企業治理

運作的概念模式是早已根植於第三部門文獻中，特別是那些專注於社區發展的研究

文獻更是如此。顯然這種強調集體動能重要性的論述是與「社會創新學派」有明顯

的差別，後者特別注重社會企業家個人的特質，以及他們在組織運作中扮演的核心

角色。25

第三，EMES模式的其中一項準則強調，決策權力的多寡並不取決於資本擁有

的高低，此說再度反映了追求經濟民主乃是歐洲社會企業領域的重要特徵，尤其可

見於合作社組織運作的傳統。一般而言，這種情形意指社會企業採取「每一會員，

                                                 
23 See Defourny (2001, 16-18) for all comments of the EMES criteria. 
24 In Italian social cooperatives, workers are members of the cooperative and disadvantaged workers should be 
members of the B-type cooperative that employs them, if this is compatible with their situation. The statutes may 
also foresee the presence of volunteers in the membership. In Portuguese "social solidarity co-operatives", users 
and workers must be effective members. In French "collective interest co-operative societies", at least three types 
of stakeholders must be represented: workers, users and at least a third category, defined according to the project 
carried out by the cooperative. As to Greek social co-operatives, they are based on a partner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of the "target group", psychiatric hospital workers and institutions from the community, and these 
different stakeholders have to be represented in the board of the organization.  
25 Nicholls (2006) explains that Banks (1972), interestingly, first coined the term "social entrepreneur" while 
referring to management approaches inspired by values such as those promoted by Robert Owen, a major utopian 
widely considered as a father of…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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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選票」（one member, one vote）的原則，或主張在擁有決策權的治理單位裡，

投票權的分配不是依據資本或股份擁有的多寡而定。再一次，我們要強調的是，這

種的規範法則反應在不同國家有關社會企業的立法架構時，多數國家要求的是「每

一會員，一張選票」。26

第四，利益關係人的權力與特權也受到「利潤分配限制」（restrictions regarding 

the distribution of profits）的約束。事實上，根據EMES模式設定的準則，社會企業

的組織領域中包含了那些利潤分配完全受到限制的組織，以及那些雖然可以分配利

潤，但僅能在有限程度之內為之的組織，如此可避免「利潤極大化行為」

（profit-maximizing behaviour）的產生。歐陸的社會企業立法架構由於禁止27 或限

制28 利潤分配，因而降低了社會企業持股者的分配權力。「商業性質的非營利模式」

（屬於「賺取所得」的思想學派）明確地將社會企業擺放在非營利組織的範疇裡，

意味著這類組織獲取的盈餘是要完全保留在組織裡，以實踐組織的社會使命（值得

注意的是，此概念絕不排斥NPO發展營利事業以產生市場所得，且將利潤投入到實

踐NPO的社會使命）。反之，在同一思想學派中的「使命導向的商業模式」以及「社

會創新思想學派」卻主張，社會企業可以採用任何形式的法律架構，因而就某些案

例的情形而言，他們是可以分配利潤予其利益關係人。 

總結此四個面向的論述，如同 Young 與 Salamon（2002: 433）所強調的，「在

歐陸，社會企業的概念更為重視組織的治理方式以及它的目的為何，而非拘泥於堅

持非營利組織是否遵守利潤不能分配的限制」（2002: 433）。就事實而言，雖然 EMES

的模式主張社會企業包含有「有限度的利潤分配」（limited profit distribution）的原

則，但其進一步強調需結合其他面向，譬如彰顯社會企業治理結構的重要性，以及

社會使命的達成；反觀其他思想學派並沒有特別強調組織的特質，以作為核心的工

具來確保社會使命實踐的優先性。 

3.5 社會創新擴散的管道 

                                                 
26 It is the case for the Italian "social cooperative", the Portuguese "social solidarity co-operative", the Spanish 
"social initiative cooperative" and the French "collective interest co-operative society". In the Belgian "social 
purpose company", no single person can have more than 1/10th of the total number of votes linked to the shares 
being represented. The Belgian social purpose company also provides for procedures allowing each employee to 
participate in the enterprise’s governance through the ownership of capital shares. 
27 In Portuguese "social solidarity co-operatives" and Spanish "social initiative cooperatives", any distribution of 
profit is forbidden. 
28 Distribution of profit is limited by strong rules in Italian "social cooperatives" and Belgian "social purpose 
companies". The British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 includes an asset lock which restricts the distribution of 
profits and assets to its members; the dividend payable on the shares is subject to a cap set by the reg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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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的環境脈絡裡，社會企業的制度化過程一直是緊密地與政府的公共政策

演變息息相關。如同我們所見，社會企業透過生產活動以促進那些被社會排除者整

合入勞動力市場的作為，扮演了先鋒的角色，且歷史的觀點顯示，他們對於公部門

新的政策體系和立法架構的發展有所貢獻。然而，這樣的公共政策的規劃與執行過

程不可能不引起重大的質疑與熱烈的討論。更確切地說，社會企業的使命本質似乎

是一種介於促使社會企業本身蓬勃發展以及促使政府公共政策推動成功之間的競爭

性議題。政策推動者認為，政府的政策體系在型塑其政策目標的過程中較為狹隘，

其結果不免會產生一種風險，即是誘導社會企業成為達成某種政治議程上具有優先

地位的特定目標之政策工具。但在另一方面，人們在歐陸普依舊遍認為，公共政策

的介入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是各種社會企業模式擴散的關鍵性管道。 

在其他的環境脈絡裡，譬如美國，如何將社會創新予以擴散，也是從一開始就

受到關注的議題，特別是由阿育王等所領銜的「社會創新」思想學派更是如此。然

而，在美國，人們期待的社會創新是透過社會企業本身的成長29 以及/或是來自基

金會的資源支持，如此帶來槓桿的效應，即是經由增強獲得財務的方法與專業技能，

以及策略的說明與展示，有以為之。不過，如此運作的軌跡並非沒有風險，因為過

度依靠私人行為者有可能會產某些負面效應，這其中的主要負面效益即是來自對於

在現代社會裡，以市場的力量來解決日增的社會問題的隱約共享之信念。儘管有許

多學者強調必須動員各種不同類型的資源，然而，當前社會創業精神的浪潮強調的

是優先次序設定的過程，以及社會挑戰的選擇過程，這些問題可以被處理，是因為

有賺取所得的潛在力量。某種程度而言，這種現象的存在可以解釋為何在美國有相

當部分的非營利部門以及英國的社區與志願部門成員，對於那些市場趨向的社會企

業過度信任或依賴基金會以及大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CSR）策略，或是尋求

解決社會問題卻吝於編列足夠預算的政府部門的相關公共政策，表達了深切的憂慮。 

 

結論 

本研究採取的歷史觀點強調，社會企業和社會創業精神相關概念的生成，乃深

植於他們所存在的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的環境脈絡裡。於此有兩個主要的涵意：

首先，市場力量的主要運作原則已日益普遍化，與其比較來看，社會創業精神和社

會企業的理解，會要求研究者謙遜地考量那些型塑創發性質活動的地方性或全國性

之特殊條件為何。第二，單靠引介美國或歐洲的概念模式，並不足以支持社會企業

                                                 
29 A key example, often referred to, is provided by the Grameen Bank, which underwent a remarkable growth 
before it inspired other microfinance initiatives across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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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充分需求。30 社會企業要有好的發展，必須將其發展鑲嵌於其存在的地方環

境脈絡之中，否則其發展只是公式的再一次複製而已，就像流行的事物，無法持久。 

在歐洲，社會企業特定的治理結構被賦予了雙重的目的。首先，由於受到合作

社傳統的影響，民主的控制與利利益關係人的參與，反映了更多經濟民主的要求。

他們因而要求限制利潤的分配，以期保護與強化社會使命實踐的優先性，此乃組織

的核心要務。其次，這種雙重組合的保證（經常包含了嚴格的不能分配利潤的限制）

經常被視為是一種「訊息」（signal），使得政府機構得以用各種方式（正式的法律

架構、公部門的津貼補助、財稅的豁免等）放心地來支持社會企業的運作。設若沒

有這兩種保證，社會企業的營運風險必定加大，因為政府或社會人士也會擔心，公

部門提供的津貼補助是否會誘發社會企業的創辦人或經理人員攫取更多利潤到自己

身上。接續產生的正面效益是，這類政府的資助使得社會企業的經營者有能力避開

純粹的市場取向之策略，而一些過往發生的例子也顯示，市場趨向的策略會使得組

織迴避那些付不起市場價格的案主群，而根據組織的社會使命，這些案主群正是他

們要提供服務的對象。而公共政策的介入之另一好處是，可避免使得那些貧困需要

幫助的團體深度依賴私人慈善救助。 

在美國，社會企業家在社會企業發展過程中的特定角色，以及社會創新的規模

如何加以擴大，一直以來都是十分被關注的議題。當公共政策鮮少被運用去支持這

些創新與發展時，毫不意外地，吾人觀察到基金會在提供社會企業的財物支持上扮

演了重要的角色。至於美國的大學商管學院，對於社會企業所面臨的挑戰，例如如

何從市場中賺取所得而非依靠私人捐贈或公部門的資助、應用嚴謹的管理方法，以

及針對利益關係人發展出較佳的責信策略等，一直以來，甚至仍在持續進行中，都

在相關的知識理論與研究心得上做出許多重大的貢獻；當然，目前歐洲的社會企業

之發展，也深受商管學院的影響。 

最後但絕非不重要的一點是，歐陸與美國社會企業概念模式內涵的比較，除了

一些重要觀點有明顯的分歧外，本章的分析使我們能夠瞭解與認知到，實際上雙方

也有不少趨同的特質，特別是鑲嵌於歐陸第三部門傳統的 EMES 模式，以及社會創

新思想學派之間，實有不少趨同的看法。再者，我們也注意到近年來學術界論辯的

成果，參與其中的學者試圖超越分歧的論點，用心於描繪美國兩個主要思想學派的

                                                 
30 For instance, wh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UNDP to analyze the potential for promoting social enterpris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in the Community of Independent States, the EMES Network decided 
to radically simplify its approach based on Western European experiences (EMES – UNDP, 2008) .  

 22



內涵與特色。整體觀之，我們認為，深度去瞭解何謂社會企業，不僅在學術論辯上

有其重要意義，更可以使我們避免草率而簡化了社會挑戰的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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